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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今年（2012）10月27日，在國立嘉義大學主辦的第八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上，由楊凱成發表（筆者合著）「嘉義布袋鹽田現代化歷程之研究」；該文是以鹽業技術變革的研究角度做了日本統治初期日人對台灣鹽田調查報告的考察，也論及當時日本最大製鹽家—岡山縣野崎家所進行的台灣鹽田調查、開發申請以及野崎台灣鹽行的設立、開發過程等[footnoteRef:1]。 [1: 第八屆嘉義研究研討會論文（論文集刊印中），前言部分有介紹盧嘉興、陳玉慈、翁佳音、顏義芳等國內學者有關台灣製鹽業的先行研究，敬請參照，不再贅述。不過，本篇投稿論文與前述先行研究與前篇期刊論文同為台灣鹽業現代化歷程探討之脈絡，只是特別針對野崎台灣鹽行設立前的鹽田調查與開發緣起做探討，以補先行研究之不足。] 

然而，野崎家是如何、又為何參入台灣鹽田的調查與開發？這個疑問始終在筆者腦中盤旋，翻閱先行研究又覺得語焉不詳[footnoteRef:2]，直至參看原典才漸窺端倪。於是，在此另起一文，試圖循著甲午戰爭前後日本鹽業狀況、戰後官民意圖開發台灣鹽田的歷史脈絡，推論野崎家對於台灣鹽田調查與開發之緣起。 [2: 例如特別針對台灣野崎鹽行做了紮實研究的太田健一『野崎台湾塩行の研究（上）
－近代日本塩業‧台湾塩業』（ナイカイ塩業株式会社、2010年7月），不但未釐
清明治30年10月野崎家收到的調查報告出自何人之手（92頁）；對於明治30年8
月至12月野崎家派出清水清進行第一次台灣鹽田調查的內容亦無甚著墨（95
頁）；第一次開發申請的地點與第二次開發申請的地點不同是受何影響等（96頁）。] 


二、台灣鹽業「調查」之議

甲午戰後，日本的製鹽業者對於台灣鹽業開發產生興趣與積極爭取開發權利，實導因於日本內地鹽業自江戶時代後期（約十八世紀中葉）以來鹽業的衰頹。由於鹽的生產過剩、成本增加等因素，包括野崎武吉郎在內的製鹽業者，曾向明治政府訴願尋求打開清朝市場的方法。
然而面對清朝實施的專賣制度，明治政府亦無法突破外鹽進口的禁令。之後，日本製鹽業者雖找到了另一個出口之路－朝鮮，但誠如野崎武吉郎所言：「（對朝鮮輸出）原止於少數，未足以增進國利」[footnoteRef:3]，顯然並未解決日本製鹽業者的困境。 [3: ナイカイ塩業株式会社社史編纂委員会『備前児島野崎家の研究－ナイカイ塩業
株式会社成立史』（山陽新聞社、昭和62年3月）248頁。] 

甲午之戰爆發，日本製鹽業者再度燃起對清輸出的希望，但隨著戰後馬關條約的締結，開放日鹽進口仍被摒除條約之外。失望之餘，日本製鹽業者開始將目光聚集在馬關條約中割讓給日本的台灣。這一點可從戰後成立的大日本鹽業協會之課題中窺知一二：第一，為對抗外鹽進口，謀求製鹽改良，提升生產力；第二，在已成為日本領土的台灣開發鹽業，補足內地鹽，對抗外鹽[footnoteRef:4]。 [4: 同前書『野崎台湾塩行の研究（上）－近代日本塩業‧台湾塩業』68頁。] 

由此可知，日本製鹽業者在日益嚴峻的鹽業經營環境中，隨著領有台灣的新情勢出現，「開發」台灣鹽田的契機於焉誕生；同時，為了「開發」，事先「調查」台灣鹽業的契機亦應運而生。
隨即，大日本鹽業協會向政府的農商務省提出調查台灣鹽業以及成立鹽業調查會的建議獲得接納，在明治31年9月鹽業調查會回答農商務大臣的諮問中，針對台灣食鹽專賣問題提出了實施專賣、獎勵產出、增加鹽田開發等見解；也對台灣鹽業起業之獎勵辦法做出了台灣總督府進行適合鹽田之未墾地調查、許可大區劃鹽埕之起業等建言[footnoteRef:5]。 [5: 同前注，70頁。] 

換句話說，調查台灣鹽田的情況並據以進行開發，早已是政府內部與製鹽業者的共識。事實上，被認為是「日本統治台灣後第一部鹽業調查復命報告書」的「明治29年3月台南管內水產物調查復命書（鹽業之部）」顯示出實際的台灣鹽業調查行動早在統治當年的明治28年（1895）已然展開[footnoteRef:6]。 [6: 顏義芳「日本統治台灣後第一部鹽業調查復命報告書」『台灣文獻館電子報』第
99期．前出『野崎台湾塩行の研究（上）－近代日本塩業‧台湾塩業』第84 頁
「台灣總督府的鹽業調查起自進入明治31年」的說法有待商榷；緊接著的「野
崎  家的活動早台灣總督府或台灣鹽業株式會社一步開始」的說法，如同後述，
也必須修正。]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收藏的這份史料中記載著作者是「殖產部員萱場三郎」，剛好在『備前兒島野崎家之研究－內海鹽業株式會社成立史』一書中有引用萱場三郎「台南管內鹽業之狀況」的部分內容，兩相比對可發現兩者為同一篇調查報告。只不過書中註記萱場三郎的身份是「大日本鹽業協會特別會員評議員」[footnoteRef:7]。 [7: 同前書『備前児島野崎家の研究－ナイカイ塩業株式会社成立史』327－330頁。] 

台灣總督府又於明治31年派出萱場三郎、高田平三、鎌田彌十郎，進行大範圍的鹽田調查。針對他們的調查內容，前出的研討會論文已從製鹽技術變革的角度進行考察，不再贅述；在此僅以值不值得開發的角度綜合先行研究對於他們的調查結果：都認為台灣鹽田是值得開發的[footnoteRef:8]。 [8: 前出研討會論文、同前書『野崎台湾塩行の研究（上）－近代日本塩業‧台湾塩
業』89－92頁。] 


三、野崎家的調查與開發動向

在上述的歷史背景中，究竟野崎家是如何、又為何參入台灣鹽田的調查與開發的？若根據先行研究的見解，明治30年8月派出清水清為第一次台灣鹽田實地調查；明治32年9月派出小西增太郎是為第二次台灣鹽田實地調查[footnoteRef:9]。然而，筆者不得不質疑：野崎家決定派人調查與前述那些台灣總督府的調查報告有何關連？ [9: 如前書『野崎台湾塩行の研究（上）－近代日本塩業‧台湾塩業』93－95頁、99
－107頁。] 

在前出『備前兒島野崎家之研究－內海鹽業株式會社成立史』一書中有一段敘述：「野崎家期待『確知該地（台灣）之地理氣候適於天日製鹽業，於該地海面築造鹽田，以收遺利，圖謀公益之萬分』，於明治32年9月派出總務部長小西增太郎」[footnoteRef:10]，由此可推：野崎家非常想要確認台灣適不適合天日製鹽？鹽田開發是否有利可圖？ [10: 同前書『備前児島野崎家の研究－ナイカイ塩業株式会社成立史』322頁。] 

這樣的一個心理動機的形成，應該與野崎家對於台灣鹽業相關資訊的收集有關。該書中還有一段引人注目的文字：

小西的實地調查之外，野崎家入手的資訊來源之其次是鹽業調查會委員（藤田達芳‧秋良貞臣等）‧大日本鹽業協會會員‧農商務省技師（林庸介‧奧健藏）‧台灣總督府所做台灣鹽業調查報告。這些報告被刊登在內地製鹽業者集合體之大日本鹽業協會的會報上，對製鹽業者的資訊提供發揮了很大功能[footnoteRef:11]。 [11: 同前書『備前児島野崎家の研究－ナイカイ塩業株式会社成立史』327頁。] 


然後，該書還羅列了萱場三郎等人的報告刊行於會報的題目、號次、日期。若從野崎武吉郎召集大日本鹽業協會的成立、自己還擔任該會建議成立的農商務省鹽業調查會之業者代表委員來看，這些會報上揭載的台灣鹽業資訊內容以及台灣總督府的調查報告內容，他很有可能是知情的。
這樣說來，這些報告中提供了什麼樣的資訊促使他決定更進一步詳細調查，就顯得很重要了。首先，我們檢視「日本統治台灣後第一部鹽業調查復命報告書」－萱場三郎所撰「明治29年3月台南管內水產物調查復命書（鹽業之部）」。
誠如前述，此篇史料內容與「台南管內鹽業之狀況」相同，也刊載在明治29年7月25日刊行的『大日本鹽業協會會報』第二號[footnoteRef:12]，所以有可能於刊載當時，野崎武吉郎就已經從中認識到了台灣鹽業的情況。 [12: 同前書『備前児島野崎家の研究－ナイカイ塩業株式会社成立史』327頁。] 

有趣的是，在『野崎台灣鹽行之研究（上）』一書中，有提到明治30年10月9日由一位名為黑崎恒次郎的人捎來一份「台南天日製食鹽調查概略」的調查報告，並指出：「該史料被認為是總督府殖產部技師之調查，技師氏名無法斷定…」[footnoteRef:13]。該史料部分原文有收錄在該書「史料編（一）」，若與之比對國史館台灣文獻館所藏「明治29年3月台南管內水產物調查復命書（鹽業之部）」的內容，與「產鹽地」項目以後至於「台灣天日製鹽之價值」的若干摘錄部分完全相同。由此可以判斷，黑崎送來的這份報告應為萱場三郎所撰。也因此可以推測，野崎家最遲至明治30年10月9日之後是得知此報告內容的[footnoteRef:14]；而最早則可能在一年多以前的明治29年7月。 [13: 同前書『野崎台湾塩行の研究（上）－近代日本塩業‧台湾塩業』92頁。]  [14: 在此報告送達之前，野崎家已於明治30年8月派出清水清前往台灣，兩者的關
連性不得而知。] 

對於萱場三郎的這篇報告，前述二書皆有著墨，但兩者節錄的史料與台灣文獻館收藏史料比對，前者只有鹽埕結構的引用，後者只摘錄「產鹽地」以後的部分，台灣文獻館史料的「第一沿革與鹽務局組織」、「第二產鹽地」以後的「第四鹽田之結構及其土壤」未見於該書；「第五製造法」只摘錄結晶比重，「第六製鹽經濟」、「第七食鹽之需用供給」未摘錄、「第八調查結果所得之意見」部分只有「台灣天日製鹽之價值」，可見台灣文獻館收藏的此一史料比較完整。
於是，根據此一較齊全的史料內容，由台灣鹽田值不值得開發的問題意識來看，第一，「將來應可成為產鹽地之地所雖不少，但從來製鹽業於清政府下，製鹽日月及製鹽量等受限制之故，雖有適當地方卻不得為鹽埕。然隨人口增加，增加其鹽埕應為明確之事。」[footnoteRef:15] [15: 「明治29年3月台南管內水產物調查復命書（鹽業の部）」第20張。] 

第二，安平、打狗地方十月至次年四月降雨甚少，冬季北風吹拂，「猶如適於蒸發池之天與之地」，甚至在比較各國主要製鹽產地後，說台南地方「自氣象上做為天日製鹽是天與之最上好地亦絕無忌憚」[footnoteRef:16]。 [16: 同前注，第24－26張] 

第三，在食鹽品質方面，他雖認為色澤劣於日本內地食鹽，但這是起因於製造及搬運上的不注意，絕非食鹽與土泥共同結晶，「若見其結晶之現狀，恰有欺雪之觀」[footnoteRef:17]，意即令人誤為白雪之純白程度。 [17: 同前注，第39張] 

第四，在製鹽費方面，「一石（日本石）之製鹽費實十二錢七厘，比之內地山口縣之製鹽費，該縣一石（日本石）五十五錢，幾要四倍三分之費用。」[footnoteRef:18] [18: 同前注，第42張] 

第五，在需求供給方面，他從私鹽禁絕、解除專賣、製鹽改良、人口增加、鹽用製品發達的角度，得出需求增加的結論[footnoteRef:19]。 [19: 同前注，第42－45張] 

最後，他在「現在官有鹽田之處理法」中主張「無做為官業之必要，賦課相當之借地料，以自由使其營業為便利」，與後來台灣總督府實施自由化又改為專賣的事實不同。而在「台灣天日製鹽之價值」中，他做出了以下的結論：

天日製鹽在以往的方法上會附著土泥塵埃的緣故，所以導致其品位大大降低；然而將來若謀求鹽埕之結構或製造法及處理上之改良，可得凌駕白雪之純白食鹽，實為易事。而其成分，比起我煎製普通食鹽，不僅鹽化曹達的量遠遠勝出，相對於山口縣我一石之製鹽費用金五拾五錢，僅金十二錢而已。於內地我一石最少費用金三十五錢起，至最大費用金八十錢左右，本島之產製費雖未完成詳細之調查，咸思大概金三、四錢至十四、五錢上下，此為將來應該獎勵、第一之有價值之處。

換句話說，成本低廉，非常有開發的魅力。其次，他認為內地由煎製鹽改成天日製鹽是有困難的，幸而戰爭的結果得此天日製產鹽地，將來加以改良，有其第二之獎勵價值。至於食鹽做為本島物產之一，應該獎勵的第三個價值是，不論氣象、土壤「實世界無與比類、天與之好地」[footnoteRef:20]。 [20: 以上同前注，第47－48張] 

除了前述二書也有述及他提出蒸發池池底鋪設瓦片與堤防築造需加強的改良意見之外，萱場三郎對於台灣鹽田開發的前景可說大為看好。這樣的報告內容映入亟思打開鹽業經營環境僵局的野崎武吉郎眼簾，不難想像他會採取行動。
事實上，明治32年台灣食鹽專賣制度、台灣鹽田規則相繼公布、實施之前的3月份，野崎家即已提出「鹽田開墾許可願」，並在該年11月提出最終的申請，而且獲得認可。然後，相較於其他同時申請的團隊獲得許可卻開發中輟，明治33年野崎台灣鹽行開張，第一期工程在明治36年完成[footnoteRef:21]，野崎家的動作可謂一馬當先。 [21: 同前書『野崎台湾塩行の研究（上）－近代日本塩業‧台湾塩業』95－99頁、75
－84頁、113－114頁] 

尤其第一次的「鹽田開墾許可願」，被認為是「依據」清水清的調查結果，「為了獲得台灣鹽田開發之先議權」而提出的，且野崎家後來開發的布袋鹽田就是清水所預想、他對於台灣鹽業的未來性給予最大的評價[footnoteRef:22]，那麼他究竟是如何評價台灣鹽業，因而促使野崎家採取行動的？ [22: 同前書『野崎台湾塩行の研究（上）－近代日本塩業‧台湾塩業』95頁，不過，
作者對於清水清的「評價」幾無著墨。] 

繼萱場三郎的調查報告後，明治30年農商務省、拓殖務省「以台灣鹽業之盛（成）否對野崎家歷代之本業最為影響之旨趣」而知會野崎家之際，野崎家的反應是「感到視察之必要」[footnoteRef:23]，而於8月派出清水清隨兩位官方技師前往台灣確認鹽田開發的前途，應當是有其必然性的。 [23: 「台灣塩田實地視察復命書」同前書『野崎台湾塩行の研究（上）－近代日本塩
業‧台湾塩業』696頁。] 

清水清在報告最後的「所見」中指出，眼前不下十位的鹽田開發申請者所抱持的希望不外是台灣天日製鹽有氣候之助、鹽田適合地之自由取得、製鹽費最低廉、鹽質純良[footnoteRef:24]。可以想見，當時積極想要參入台灣鹽田開發的申請者，心目中對於台灣鹽田開發的「評價」如何。 [24: 同前書『野崎台湾塩行の研究（上）－近代日本塩業‧台湾塩業』708頁。] 

因為明治29年萱場三郎的報告至31年之間的史料有待發掘，所以我們無從得知野崎家在此期間得到了什麼相關訊息。但派出清水清當時的確已「感到視察之必要」，也可能體認到申請開發的必要性與迫切性。直至12月接到清水清的報告後，應當已確認台灣天日製鹽開發的價值與可行性，而「依據」清水清「首先得到土地持有之權利，完成不讓他人左右之急務」[footnoteRef:25]的建議，在不到三個月後提出了第一次申請。 [25: 同前書『野崎台湾塩行の研究（上）－近代日本塩業‧台湾塩業』711頁。] 

接下來，明治31年萱場三郎、高田平三、鎌田彌十郎等人的報告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明治31年6月高田平三的「嘉義‧台南‧鳳山三縣鹽田調查復命書」，似有野崎家讀過的跡象。
以時間點而言，正好介於是野崎家3月第一次申請與7月取消第一次申請改為東石港、過溝、布袋嘴、網寮、將潭、中港的第二次申請之間。是不是這份報告影響了野崎家的申請決定？
在復命書「未成鹽田」的部分有一「鹽田預定地一覽表」，其中某些所在地上方出現「○」與「‧」的註記符號，收錄此史料的『野崎台灣鹽行之研究』作者在一覽表最後的表框外註記：「○與‧是否於野崎家記入」[footnoteRef:26]；若再比對兩次申請開發的地區，畫有「○」的六個鹽田預定所在地與第二次申請的地區完全一致，標有「‧」的十六處皆為第一次申請的虎尾寮、新圍、雙春、蚵寮、過港、舊埕、井仔腳、馬沙溝、中寮。 [26: 同前書『野崎台湾塩行の研究（上）－近代日本塩業‧台湾塩業』373頁。] 

於是，我們可以推測野崎武吉郎不但應該已經充分體認到台灣適合天日製鹽而且有利可圖，甚至有必要派人實地去「確知」申請的鹽田開發預定地之地理、氣候。所以，小西增太郎踏查的過溝、布袋嘴、中港、虎尾寮、蔣潭、網寮、東石港[footnoteRef:27]，都是第二次申請的地區。 [27: 「台南県塩業地踏查實記」同前書『野崎台湾塩行の研究（上）－近代日本塩業
‧台湾塩業』735－738頁。] 

而且，如果「至野崎台灣鹽行開所的程序，主要依據擔任野崎家第二次台灣實地調查之小西增太郎的計畫」[footnoteRef:28]，小西增太郎的這一趟踏查行的意義已經不再是台灣適不適合天日製鹽、台灣鹽田值不值得開發的「調查」，而是堤防如何築造、結晶池底如何打造、事務所設於何處等，為了具體的「開發」所做的「調查」。 [28: 同前書『野崎台湾塩行の研究（上）－近代日本塩業‧台湾塩業』108頁。] 


四、結語

綜上所述，日本統治之初即展開為了開發台灣鹽田所做的調查，而面臨鹽業經營困境的內地製鹽業者希望開發台灣鹽田，也向政府做出了調查的建議。於是，這些調查報告成為業者吸收台灣鹽業資訊的來源。野崎家在此歷史背景中，可能也透過這些調查報告得到台灣鹽業的資訊，並自行派人赴台調查，逐步決定提出申請、確定參入鹽田開發，其間甚至開發地點的變更有可能是受到高田平三的調查報告影響。
本文與前出研討會論文之問題關注，皆在於台灣鹽業現代化的歷程；本文僅於日治初期的鹽業領域涉獵相關史料、先行研究做出野崎台灣鹽行參入鹽田開發的推論，以期增補相關研究之不足與對於史事的理解。然而在台灣鹽業現代化的過程中，不只野崎家，還有包括萱場三郎等人的足跡、浩瀚的鹽業檔案史料尚待有志者的研究關注與努力，在此謹以此文彼此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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